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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吴 猛

2017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列宁研究。2017 年是俄国十月革

命一百周年，有趣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十月革命的研究的大部分成

果都体现为列宁研究。《今日马克思》杂志社第 62 期的主题就是“列宁”。另外，

有多部以列宁或列宁思想为主题的著作出版，如马蒂厄·雷诺的《帝国与革命：

列宁与俄国穆斯林》A、马塞尔·李普曼的《列宁》B、吕西安·塞弗的《1917 年

十月：对主流编年史的批判性阅读》C、弗朗西·孔贝的《革命中的列宁》D、尚塔

尔·德·克里塞努瓦的《列宁与农民》E、让 – 玛丽 – 罗德里格·威朗诺夫的《布

尔什维克主义的哲学》F、劳朗斯·卡替诺–克洛斯特的《列宁的巴黎秘密》G等。

A  Matthieu Renault, L’empire de la révolution: Lénine et les musulmans de Russie , Editions 
Syllepse, 2017.

B  Marcel Liebman, Lénine, Editions Samsa, 2017.
C  Lucien Sève, Octobre 1917: Une lecture très critique de l’historiographie dominante , Les 

Editions sociales, 2017.
D  Francis Combes, Guillaume Roubaud-Quashie, Lénine dans la Révolution , Temps des ce-

rises, 2017.
E  Chantal de Crisenoy, Lénine face aux moujiks , La Lenteur, 2017.
F  Jean-Marie-Rodrigue Villeneuve, La philosophie du bolchévisme , Editions Saint-Sébastien, 

2017.
G  Laurence Catinot-Crost, Les Secrets parisiens de Lénine , Editions Sutt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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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路易·穆

帕拉·穆巴布拉的《黑格尔与马克思论历史的意义》A、约拿堂·斯佩尔珀的

《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B、康迪·马劳的《马克思与劳动》C、克劳

德·莫里拉的《马克思：劳动力概念的形成》D、让·罗博兰的《马克思和他的

影子》E、斯塔蒂·库维拉基斯的《哲学家与革命：从康德到马克思》F 等。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之外，2017 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劳动问题研究、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方面

都形成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

下面我们将从“马克思与劳动问题研究”、“列宁思想研究”、“西方马克

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等

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马克思与劳动问题研究

马克·胡尼亚迪在题为《马克思思想中的劳动：视角主义的伦理学》G 的

文章中，试图从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入手，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一种“视角

主义的伦理学”联系在一起。在胡尼亚迪看来，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方法论

原则，可被称为“代词的视角主义”，其要点在于，每一种对于现实的视角都

与一种特定现实的领域相对应，或者说，每一种视角都建构起自身的客观性领

域。胡尼亚迪对马克思 1843—1844 年关于劳动的一则读书笔记进行了分析，

认为马克思在其中就体现出了明确的“代词的视角主义”：从第一人称即“我”

的视角来看，劳动被视为既能带来生命的愉悦又能在创造对象的过程中确认自

我的活动；从第二人称即“你”的角度看，劳动体现为“我”的劳动对于他人

A   Louis Mpala Mbabula, Hegel et Marx face au sens de l’histoire , Edilivre, 2017.
B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homme du XIXe siècle , Piranha， 2017.
C  Kanté Malao, Marx et le travail , Edilivre, 2017.
D  Claude Morilhat, Marx: 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force du travail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he-Comté.
E  Jean Robelin, Marx et son ombre , Univ Européenne，2017.
F  Stathis Kouvélakis, Philosophie et révolution: De kant à Marx, La Fabrique Editions, 2017.
G  Mark Hunyadi, “Le travail chez Marx: l’éthique du perspectivisme”, Les Temps Mod-

ernes , 2017/5, No. 696, pp.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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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需求的满足；从第三人称即“他”的角度看，在“我”通过劳动满足“你”

的需求过程中，我的劳动与人性或人的“类”建立起联系，因而超出了“你—我”

关系；最终，由于每一个“我”都通过“人”的劳动而建立起上述关系，因而

真正的“我们”就通过劳动而诞生，也就是说，通过“我”的劳动而创造出“人

类关系”。这样，“劳动”就成为沟通“你”、“我”、“他”的关键性环节。正是

基于这种对于劳动的理解，马克思才观察到“经济性的劳动”或分裂的劳动不

以人的自身实现为目标，而是以资本的增长为目标，并且无助于“我—你”关

系的建立，而只是服从于劳动分工，因而结构性地束缚着能够统一各种人称的

真正的人的劳动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的交换经济都以两种抽象作为

基础：一种抽象是使用价值被抽象为交换价值；另一种抽象是具体劳动被抽象

为抽象劳动。如果说具体劳动是第一人称的劳动，那么抽象劳动就是第三人称

的劳动，二者事实上本来就是同一种劳动，但却在不同的视角下被视为彼此分

裂的：前者强调劳动的主观性方面，而后者则强调劳动的客观性方面。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抽象劳动占据了统治地位，就意味着“他”而不是“我”占据地位，

因此一种匿名的力量控制了劳动者的主体力量，迫使后者不断参与逐渐消灭主

体力量自身的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控制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而越来越加

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并应被改变，与其说是因为它

侵犯了人的尊严和完整性，毋宁说是由于那个匿名的“他”采取了令人蔑视的

行径，不断“偷”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而在胡尼亚迪看来，我们应当从

这一点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一生思考的基本思路和倾向：不能仅仅令一种人称视

角压抑或阻碍其他人称视角，而应兼顾多个人称视角下的发展，而其中最为关

键的就是“他”与“我”的统一，而这就是“个人的全面发展”。

理查·索贝尔在《劳动可否在资本主义中被把握？》A 一文中，就普殊同

（Moishe Postone）关于资本主义和劳动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探讨。索贝尔

着重分析普殊同的一个观点，即马克思不是从劳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

判，而是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进行批判。索贝尔高度评价了普殊同试图在结构

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寻找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道路的理论尝试，认为普殊同建立了

一种将阿尔都塞与黑格尔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原创性的结构主义，而其目标是将

A  Richard Sobel, “Le travail est-il soluble dans le capitalism? Apports et limites de 
l’interprétation de Marx par Moishe Postone”, Revue économique,  2017/6（Vol.68）, 
pp.110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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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化理论和朝向社会变革和从资本主义下获得解放的行动理论联系在一起。

20 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的解读，要么是从广义的现象学的路径展开的，

也即通过对于社会—历史世界的分析，揭示人类主体所具有的建构性和创造性

的力量或实践；要么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展开的，也即在对于社会—历史世界

的分析中，对赋予人类主体以某种认识论地位的制度、结构和系统予以揭示。

不过索贝尔认为，普殊同在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黑格尔式改造的过程

中，继承了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式的理解，也即把马克思成

熟时期的作品（主要就是《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其青年时

期的作品对立起来，这样，普殊同就和阿尔都塞一样，事实上面临着如何理解

“劳动”的问题。如果说阿尔都塞由于没有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孤

立地研究《资本论》的话，那么普殊同就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

视野来研究《资本论》并进而关注“劳动”问题并在劳动视角下进行资本主义

批判的。普殊同将劳动视为内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个超历史的维度，他并不认为

劳动在资本主义结构下被“异化”，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资本主

义及其认知形式的内在的和建构性的结构。但在索贝尔看来，普殊同的这一工

作有着内在矛盾，这就是，“劳动”一方面作为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性要素存在，

另一方面又是主体性活动的具体体现。尽管普殊同试图以“辩证法”的方式解

决这一矛盾，但最终仍是过多地显示出其黑格尔主义的特征，也即在某种意义

上引入了决定论。索贝尔认为，如果我们不将马克思的著作割裂开来，就会看

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主体化的根本推动力并不是劳动，而是人类自由

活动的推进和全面发展。这样，按照索贝尔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我们

更应关注的其实是“劳动力”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当然包含着“为资本而劳动”

的维度，但同时也包含着“活劳动”的维度，与前一个维度所呈现的劳动力不

得不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不同的是，后一个维度体现了人类行动的创造、合

作和自我确证方面。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但也

正是在劳动力中隐含着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维度，并从而体现了主体

的真正的活动性，因而是思考人类解放问题的重要着手点。

皮埃尔·罗德里戈在其文章《马克思与技术》A 一文中，探讨了马克思思

想中的技术与劳动的关系问题。罗德里戈不赞同科斯塔斯·阿克塞罗斯（Kos-

A  Pierre Rodrigo, “Marx et la technique”, Philosophie , 2017/2（No. 133）, pp.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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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 Axelos）在其著作《马克思：技术的思考者》A 中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技术问

题的分析，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中并没有一般所谓的“技术”问题，

如果我们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与“技术”关系最密切的问题的话，那就是

“机器体系”问题。罗德里戈强调，机器体系问题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技

艺”（tekhné）问题，因而也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相联系的问题，而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的出发点正在于对劳

动的本质的探讨。按照罗德里戈的看法，马克思对于劳动的思考是以“两种生

产”的统一即“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自主性生产”的统一基础之上的，这

种统一是一种“一般本体论”。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在于探讨人在其中具体地

证实自身为类存在物也即与自己的类本身以及与类有关的所有事物具有根本性

的实践关系的实践活动，因此与其称马克思为“技术的思考者”，不如称之为

“非异化的生产性劳动的思考者”。但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脱离了对于具体的历

史与经济现实的探讨，这种“本体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理解这一问题，罗

德里戈要求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

两个文本，也即把二者都视为以“异化劳动”向“自主的生产性实践”转变的

可能性为思考方向，而《资本论》由于实现了本体论、历史和经济的统一，而

真正回答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资本论》基本内

容就是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等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

构化”方式的“历史起源”进行不断的追问，而其采用的根本方式是“形式分

析”。马克思的“形式分析”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分析。

“社会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

将之作为给定的前提，但马克思则要探寻其历史起源。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劳

动分工意味着一项复杂的任务被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这种

分工与“技术”没有关系；而社会劳动分工的历史起源，则在于“工场手工业

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尽管已经建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但仍保留有

未被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抹煞的与“工艺”（métier）本质相关的内容，也即“主

体活动的形式”。而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机器体系”与这种“工艺”要素相

对立，要将后者的以“实践的灵巧”为基本内容的“技术基础”转变为只服务

于财产私有者的科学化和理论化的分析性知识。但马克思最终将通过整部《资

A  Kostas Axe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 Paris, UGE/Minuit,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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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表明，异化劳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劳动分工将为自身的扬弃提供条件，

因此，马克思用唯物论的方式论证了黑格尔试图说明的问题。

伊夫·施瓦茨在其文章《劳动、“遗产规划”和另一种社会》A 中，探讨

了建立一种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相适应的劳动哲学的可能性。在施瓦茨

看来，不确定性是任何劳动行为的本质性要素，因此在劳动中就内在包含着改

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特别

是，劳动的改进总有可能不按照那些脱离实际的劳动体验或过程并往往被某些

切断工人的需求和潜力的框架所限制的所谓“专家”的预期来实现。在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由于整体性的经济世界发生变化以及与之相伴随而来的法律、政

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渺茫，但施瓦茨

认为，走向“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正内在于生产活动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保尔·吉利贝尔和史蒂芬·阿贝尔在文章《马克思主义，环境研究与全

球性进路：从新理论视野来看》B 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意义。在

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关注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

的生态学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十分丰富，比如在《资本

论》中，马克思就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

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们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真正注意到生态问题。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保罗·柏格特（Paul Burkett）等思想家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通过将阶级和经济矛盾层面的“社会

关系”引入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中而对盛行一时的生态主义之过于强调规范性

以及内在包含的生态中心论的倾向起到了纠偏作用，并且清楚地表明，对于当

代工业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主义批判是完全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

不过，这些工作的局限性在于，它们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紧密结

A  Yves Schwartz, “Travail,‘projets-héritages’, alternatives”, Actuel Marx, No. 61, PUF, 
2017, pp.140-152.

B  Paul Guillibert et Stéphane Haber, “Marxisme,études environnementales , approches glo-
bales: de nouveaux horizons théoriques”,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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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进行对话，也常常游离于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原则之外。在当前社会科学领

域一系列与生态问题密切相联的新学科如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史、

探讨人类集体与自然界的关系的人类学等依次涌现出来之后，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也在经历着一次富有意义的转折。在这里有三个基本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

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经济变化的前提的物质资料；第二是体现了世界变化并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劳动；第三是被理解为在对自然的占有和剥削中发展了各

种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对于这三者的思考，都无法不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资源。而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当代社会理论来说仍然是一种重要的

思想资源。受到实用主义影响的政治生态学，以及探讨人类集体与自然存在的

关系问题的人类学，都会走上一条将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对化或二

元化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前提就是将属于人的领域和只与生物的规定性有关的

属于自然的领域区分开，从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与各种符号和文化建构

交织在一起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工作则显然与这种立场形成互补。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关注长时段范围的关系，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上的依赖和

互相依赖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语境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

或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智力关系或符号关系（尽管智力关系或符号关系本身在

此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社会关系总是内在地蕴含着人类与环境的具

体的历史关系，而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首先建构起来的是物质关系。这样，马克

思主义生态学就为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科学比如政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提供了广

阔的理论视野。

雅颂·摩尔在题为《资本限度内的自然（以及相反）》A 的文章中强调了资

本主义对自然的影响。摩尔认为，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所开启的对于资本主义

现代性的长时段考察，不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社会理论来说，都仍然是一个富

有成果并实际上也是具有根本性的考察路线，这种考察能够让我们看到，资本

主义推动了对于自然资源的全球性贪婪。对于劳动的剥削与对于自然的占有是

相伴偕行的，在两种情况下，所耗费的东西（不论是自然还是低成本劳动）都

没有按照其价值给予回报。当前的环境危机体现了这种隐蔽的趋势所带来的悲

惨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结果。从 16 世纪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就存在着

A  Jason W. Moore, “La nature dans les limites du capital（et vice Versa）”,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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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代形式下的，也即以科学和符号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对于自然的再造。尽

管人类往往无法相信自然是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认

为“外部自然”才是真正能被称为自然的东西，甚至人们的许多信念的界限也

常被归于外部自然。对于人类来讲，现实是困难的和复杂的，但同时也是希望

的源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界限上，包含着许多生物物理学的事实，但这种界

限不能被归于这些事实。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界限同时也构成了组织自然的特殊

方式的边界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将面对的则是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以

及与此相伴随的人类与自己建立关系的方式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我们常被警告

说人类文明有坍塌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我们不应当对那种使得处于自己体系

之内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营养不良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坍塌感到恐惧。从目前的资

本主义发展态势来看，现代性是无法按照目前的形势得以延续的，因为资本主

义的新陈代谢是在一个只会将自身得以存在的资源耗尽的开放体系中实现的。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各种“前线”：斗争形势不断在变化，

而前线也不断在推移。自然和人类都作为“准整体”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新陈代

谢中，服务于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本积累的“前线斗争”使得那些虽处于资本

循环之外、然而是资本主义力量所及的事物为资本的无限积累支付成本。资本

主义文明的巨大秘密和巨大成功都在于，它没有偿还自己所欠的债务。自然是

有限的，资本主义能够从新型的工人阶级、森林、水、石油和煤炭以及其他资

源中榨取的附加劳动的量是有限的，但是资本却被推动着走向无限。资本主义

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而当这种历史背景改变时，这

种关系也不可能维持不变。这样，正是资本积累的前线斗争，使得资本论将最

终有可能清偿自己的债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边境将被关闭，自然作为廉

价市场的历史将被终结。

安德拉·马尔姆在其文章《自然与社会：一种朝向新境况的旧二元论》A

中提出，应当回到自然和社会的二元论的理论立场。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在

当下探讨“社会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中，

一种反二元论立场经常被引入和强调，比如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以及比较靠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如雅颂·摩尔，都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自然

A  Andreas Malm,“Nature et société: un ancient dualism pour une situation nouvelle”,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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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的分离。在他们看来，二者的交叠和彼此渗透，使得我们事实上在许多

关系的研究中无法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区分。从这一视角来看，资本主义自身就

体现为一种不仅管理自然而且使自然存在或给予自由以现实性的方式。但如果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批判若要担负起对全

球性危机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责任的话，就应当承认，自然秩序是一种明确的前

提，而它的断裂，或至少是危险的变化，是由我们的非理性的实践所引起的。

“自然”在我们面前存在，同时也不依赖于我们而再生产自身。只有正视这一

点并将其作为我们审视当代生态危机的出发点，我们才能得到中肯的结论。马

尔姆接受凯特·索珀（Kate Soper）为“自然”所下的定义，即自然是独立于

人类活动的物质结构和物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不是任何形式的人类创造

的产物），这些结构和过程的因果性力量是全部人类实践的必要条件并决定了

其可能采取的形式；而关于“社会”，马尔姆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大纲》中的定义，即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各相互关系的总

和。在马尔姆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是社会和自然的

“性质二元论”，按照这种二元论，即便社会与自然都由同样的质料构成，二者

在性质上也应当被明确区分。马尔姆反对“混合主义”混淆自然和社会的界限

的做法，认为我们越是遭遇到更多的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是应当对各种统一体

中的不同角色进行区分。我们只有在一场环境灾难中区分出不同的要素所起的

不同作用，才能有效地分析灾难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才能清楚地把握社会性质

与自然性质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而混合主义的先入之见则将使我们忽视许

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越是深刻地改变自然，自然就

越是反过来影响人类生活；社会关系在越多的方面影响自然关系，自然关系也

就反过来在更多的方面影响社会关系。在这个环境不断恶化的世界里，自然以

幽灵的方式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因为是人类将它引入的，它出场并咆哮，但报

复人类的却并不是自然，而是伪装成自然的历史性本身。

艾鲁瓦·劳朗在《在法国承认环境不平等与正义》A  一文中探讨了环境不

平等问题。在劳朗看来，当环境危机无可置疑地成为一种集体性甚至全球性问

题时，社会不平等问题不容辩驳地被提了出来。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下具

A  Éloi Larurent:“Reconnaître, en France, l’inégalité et la justice environnementales”, Ac-
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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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本性的或重要意义的问题：谁应当为什么而负责，以及对谁而言有什么结

果？实际上，在环境危机面前，人类并不平等，人们所承担的责任和脆弱的程

度也并不平等。在当代各种试图将环境问题社会化的思想中，社会生态学的研

究进路尤其包含了关于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它证明了社会

逻辑如何在环境恶化和环境危机中起了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探讨了由人类

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劳朗试图在这一研究进路的框架下，从法国所面

对的实际情况出发，澄清环境不平等的概念，并衡量其在经验上的适用性。在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不平等和环境不平等是互相缠绕的，而环境对健康

的影响的复杂性又被环境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的这种复杂关系所放大。因此，我

们有必要将“环境”这一概念加以扩展，以将家庭和职业等要素容纳进来。这

样，我们在评价与环境有关的不平等问题时，就应考虑到多种可能性，而不能

仅仅根据某种固定的标准来加以考量。另外，在环境不平等问题上，还要避免

“责任”和“受害者”的二元主义倾向，也即不能仅仅将个人和环境的关系理

解为要么是主动选择、要么是被迫接受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理解会对大量的环

境不平等的事实视而不见，因为在许多环境问题中人既是主动选择的一方，同

时又是受害的一方。还有，环境不平等还与区域不平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

一方面，许多环境不平等问题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政治不平等的空间体

现；另一方面，事实上存在的环境不平等在各区域性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解决

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异将反过来造成新的环境不平等。最后，在公共权力部门应

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公共政策和应对措施本身也会在不同个体间造成环境不

平等，或加剧环境不平等。由此可见，在环境危机越来越加剧的今天，环境

不平等问题以及广义的环境正义问题必须与人类社会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加以

审视，事实上，人类所面临的并不是两个危机，而是一个危机，即“社会—

环境危机”。

拉兹米克·科绍扬在其文章《自然灾难的金融化：保险、金融与环境变

化》A 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灾难被“金融化”的方式。科绍扬认为，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自然已经成为一种“积累策略”的对象。在最近几十年里，

统治阶级设计了一系列金融产品以适应环境危机，比如碳排放市场、生物多样

A  Razmig Keucheyan, “Financiariser l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assurance, finance et 
changement climatique”,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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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产银行，等等。科绍扬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框架下，分析了这些金融产

品得以出现的条件，并特别分析了通过发行灾难债券而使自然灾难金融化的方

式，从而反思当代国家在面对灾难时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最后保障”作用从而

有效管理自然事件。生态主义者们普遍设定，统治阶级在面对环境危机时是被

动的，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短线逻辑也注定会使得国家在管理气候变化问题上无

能为力；而科绍扬则认为，这样的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无

论是保险和金融的现实发展，还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论分析，都已经证明

了一点，即统治阶级事实上花费了许多精力琢磨如何解决环境变化问题，只不

过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而不是符合大众阶级的利益。

这些方案的特点是其长时段性，它们被设计、被实验，然后被推广或放弃。尽

管在今天金融方面的变化是高度频繁的，但自然的金融化却是稳定的，即它只

是一种具有长期性的“政治”，而这种政治与另一种政治即大众阶级的政治是

对立的。大众阶级的政治要求国家内在地具有人类立场，斩断自身与金融逻辑

的联系，将保险纳入民主监督的轨道。

三、列宁思想研究

让—努马·杜冈日和塞尔日·沃里克在题为《列宁主义的世纪》A 的文章

中回顾了列宁主义在 20 世纪的历程。两位作者回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起源以及在苏、法等国的多重路向，重点考察了列宁著作的传播历程，并探

讨了一个经常会以意识形态方式加以考察的问题，即《列宁全集》的编纂过程

及这一文献在 20 世纪的法国如何被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所利用的问题。“列

宁主义”这个词在列宁去世以后出现，确切地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在苏

联的政治生活中。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官方宣传中逐渐将列宁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杜冈日和沃里克从方法论层

面接受沃尔夫拉姆·阿多尔菲（Wolfram Adolphi）的观点，对 “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一个与

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名词，更多强调的是通过革命斗争将

A  Jean-Numa Ducange et Serge Wolikow, “Le siècle du léninisme”,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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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困苦中解救出来，以及“保卫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斯

大林从列宁的著作中所抽取出并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内容的思想。斯大

林发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事实上是异质性的：从 1918 年

起，列宁为临时性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辩护，这与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

国家的乌托邦式构想相去甚远，而 1921 年春，列宁又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实

行“新经济政策”。在每个阶段列宁都会为自己观点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样，

人们在列宁的思想中可以找到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内容。为了便于宣传，斯大林

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进行了简化和综合，其结果就是列宁

的思想面貌被单一化了。这样，列宁主义就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不过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先前被理解为一个统一而连贯的整

体的列宁主义开始展开其不同的面相。1956 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之

后，斯大林主义受到质疑，而由于斯大林主义将自己和列宁主义紧紧联系在一

起，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列宁主义总体上仍被按照斯大林主义的面目被理解。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一些法国思想家在诠释马克思的思想时重新注意到列

宁的那些未能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构中的作品。除了阿尔都塞和加洛

蒂（Roger Garaudy）的作品常涉及对于列宁思想的新理解之外，克里斯汀·布

切—格鲁克斯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n）在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时以及吕西安·塞弗（Lucien Sève）在思考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时都将

列宁的相关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话方或参照对象。与此同时，1957 年出版

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特别是 1957 年至 1970 年出版的 39 卷法文版《列宁

全集》，有力推动了法国思想界对于列宁思想的重新审视。1968 年的五月风暴

催生出无数极左团体，在这些团体中有许多都以“回到列宁”为口号来反对被

认为已经过时的苏联体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尽管“回到列宁”作为

一种思想运动已经结束，但列宁思想的多元性依然不断成为法国思想家们的灵

感来源。

拉尔斯·李在《“向德国人看齐！”：列宁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根》A 的文

章中分析了列宁的政党思想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

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开启了一种新型政党模式，将新型群众动员技术（“持

A  Lars T. Lih, “‘Regardez les allemends!’: les raciness de Lénine dans la social-démocratie 
européenne”,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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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运动”、“新式的文化”以及一个涉及广泛的党的出版机构）与清晰界定的

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俄国社会民主党倾心于这一模式，但他们认识到自己缺

少一个根本性前提，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动员所需要的必要的政治自

由。他们被迫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加以修改以适应俄国不如人意的现实。

列宁的《怎么办？》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通过经验中的尝

试和错误而发现的道路的概括，而列宁在此所提出的实践上的建议，则指向下

一个阶段，即一个具有有力领导核心的全国性的党。在《怎么办？》中，列宁

事实上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与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模式进行了对比。当列

宁将“社会民主政治”与“工会政治”区分开的时候，他就将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运动模式与英国的“工联主义”运动模式对立起来了。德国是一个工人阶级

建立起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使之成为趋向于掌握工人生活中的全部示威游行

的国家，而在英国这个国家，工人阶级建立起有力量并且也有效力的工会组

织，是为了保护工人的某些特殊利益并同时获得某种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但拒

绝接受引入社会主义这样的历史任务。列宁所心仪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模

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持久性的运动”，即连续性的示威和集会，尽管当

时俄国并不存在这种斗争方式得以存在的政治条件，但这仍然是包括列宁在内

的流亡海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因此在《怎么办？》中列宁还是试图

探讨在俄国的集权主义背景下进行“持久性运动”的可能性，但重点在于将之

运用于这一社会中的有可能采用这种形式的方面，这就与通过暗杀等极端方式

要求强行改变社会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列宁所设想的方案一方面与工人阶

级的斗争紧密相联，另一方面也着眼于保护参与斗争的工人的安全。为了将这

两个方面有效地统一在一起，在列宁的思想中就出现了一个与“密谋”（Kon-

spiratsia clandestine）有关的维度。所谓“密谋”，其实就是列宁为在当时俄国

的专制条件下引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所涉及的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而“密

谋”的方向和目标，则不仅是建立一个定期召开大会、有中央领导集体和官方

报刊的全国性的社会民主党，更是为无产阶级能够享有政治自由而斗争，因此

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当承担起以“自己的方式”引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任务，而这也就是在俄国既有的现实情况下实现社会和政治实现最大限度的

改变。尽管后来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后者越

来越走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从而在 1918 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

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并且在 1914 年以后列宁也对考茨基等曾深刻影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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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持批评态度，但列宁在 1905 年之前对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模式进行的思考中所确立的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却在列宁

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得以贯彻。

理查·穆兰在题为《列宁政治思想的俄国资源》A 一文中试图重新理解列

宁政治思想的思想源头。人们一般认为，列宁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受考茨基以及

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艾尔福特会议的影响。而穆兰则强调，列宁这方面的

思想更多地受到俄国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发展出来的思想的影响，特别

是受到普列汉诺夫 19 世纪 80 年代思想的影响。面对俄国的独特现实，如完全

缺乏政治自由，工业无产阶级人数相比庞大的农业人口数量过少，农村存在农

奴制以及小农集体占有土地的传统等，普列汉诺夫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富有原创

性的思想，将这些现实与阶级斗争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联系在一

起。在穆兰看来，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大部分思想，即便这些思想甚至普

列汉诺夫本人都未能坚持。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列宁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

时候，他就关注并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对于当时俄国情况的判断，即随着市场被

引入农业领域，在农村公社中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一个贫困的俄国无产

阶级出现了，这个阶级的成员被迫放弃村社的小块土地而成为受剥削的工人。

列宁进一步认为，俄国农村出现的这种情况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并且存在着

显著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列宁顺着普列汉诺夫的思路研究俄国农村问题时，

发现了一个介于贵族和贫民之间的农村中间阶层的存在。而此时列宁关于农民

的政治地位的思想，则是与普列汉诺夫相一致的。列宁赞同普列汉诺夫的看

法，认为俄国革命最起码在最初阶段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在这种背景下，

农民运动的目标就是废除在先前的解放运动中残留的加诸农民的封建遗产，尤

其是那些不仅逼迫农民为土地而偿付货币更使自己失去自由的赎回土地的契

约。不过普列汉诺夫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等问题的看

法发生了变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终结，因而俄国的资产阶级革

命应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为俄国

农民阶级制订一种资本主义革命的方案。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变化在 19 世

纪 90 年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土地资产阶级的暧昧态度上体现出来。但列

A  Richard Mullin, “Les sources russes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Lénine”, Actuel Marx, No. 
62, PUF, 2017, pp.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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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仍然坚持普列汉诺夫早期关于俄国革命的最初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

在列宁那里，俄国革命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清除农村社会的封建残余并达到政

治民主，而这一目标将通过工农联盟将土地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推翻沙

皇的专制统治并建立自由宪政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对抗反革命势力而实现。正是

从这一问题开始，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的差异性越来越大，直至二者在

1905 年至 1907 年的俄国革命、1914 年的俄国是否应参加“一战”以及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是否应当夺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持对立立场。

安托尼·奈格里在其文章《列宁思想在七十年代意大利的冒险》A 中提出

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列宁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奈格里分析了在意大

利工人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列宁主义的不同版本，包括“工人主义”和“自治主

义”等，认为在这些思潮中，对于列宁主义的忠诚并不是作为一种不变的和纯

粹的标记，而是作为一种不断更新自身并与新的生产形式和后福特主义时代的

劳动的变化相适应的先驱性信念而存在的。在奈格里看来，要对 20 世纪 70 年

代意大利工人运动与列宁思想的关系予以恰当把握，应当注意列宁思想的三个

重要方面：首先，列宁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其关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理

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列宁对于组织革命政党的思想与其对于工厂的分析是

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列宁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工人阶级的独立

性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断，而这一趋势将颠覆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和工

人阶级的政治构成之间的关系；最后，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思想，根本上说是

指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奈格里认为，正是列宁的这些思想，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的意大利工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意大利工人运动在接受列宁思想

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相比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

化：一个变化是，工人大众在 60 年代就已经完全实现了稳定化；而另一个变化

则是，从 70 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的过程中，“社会工人”在混

乱的阶级斗争中诞生，而“一般智力”也得到快速发展。奈格里强调，“技术

构成”和“政治构成”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在列宁思想中是决定性的。在列宁那里，

大众的组织和先锋队的组织（前者是苏维埃，后者则是党）尽管在各自的政治

行动中展现自己的功能，但二者并未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技术构成与政治构

A  Antonio Negri, “L’enjeu Lénine dans l’Italie des années 1970”, No. 62, PUF, 2017, 
pp.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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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彼此交织，都在政治斗争中形成，都以一种群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都

对抗资本主义对于生存条件的毁灭。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对抗资本的斗争

走向深入，“组织”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以列宁的方式探讨“先锋队”的出现

及其新形象的问题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这些斗争中，同时还出现了对于

“一般智力”、“大众智识”（intellectualité de masse）以及金融抽象中的异化的

社会智力（intelligence sociale aliénée）等问题的探讨，而这些探讨又与新型的

生命政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列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是在新的基础

上被重新引入的。20 世纪 70 年代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内部曾出现过“自治主义”

与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构成问题的争论，以及新兴的无产阶级力量与意

大利共产党之间的争论。在前面这场争论中，自治主义强调，“社会工人”的

出现，实际上就意味着“第二社会”的出现，这一力量不能被理解为传统的或

狭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后者带有一种区隔性；而在后面这场争论中，

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党外运动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在狭

义的工人阶级和意大利共产党之外的新型群众运动在行动中展现了其斗争的彻

底性以及将大众与先锋队组织在一起的能力。

马蒂厄·雷诺在其文章《从俄国殖民地到黑人美洲以及相反：列宁和兰斯

顿·休斯》A中认为，列宁关于民族自决以及反殖民斗争的思想是非常有名的，

但相比之下，他早期对于沙俄在扩张过程中的“国际殖民”的评论不太受人关

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作品中“被压迫民族”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对

于俄国农奴与美洲奴隶的共同命运的交互式分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受到

欧洲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以及非洲人民的体验与将自身理解为在内部进行殖民

的美国黑人的体验的共同性问题。兰斯顿·休斯对其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苏

联之行所做的叙述，为重新审视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有色人种”的解放问

题及其界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弗雷德里克·蒙费朗在其文章《发生与复杂性：卢卡奇的两个本体论》中

A  Mathieu Renault,“Des colonies russes à l’Amérique noire…et retour. Lénine et Langston 
Hughes”,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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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当将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理解为一部呈现了建构一种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过程中的内在困难的著作。卢卡奇探索了两种不同的本体论

视角，这两种视角体现了对于社会现象进行经济决定论式解释的不同路向：“发

生”的视角是通过“实践”的方式被表述的，根据这一表述，劳动被视为社会

联系的基础；而“过程”的视角则是通过“整体”的方式而被表述的，根据这

一表述，生产只是社会诸领域中的一个。这两种本体论的共存构成了卢卡奇文

本中的内在张力，并在一种以解放为导向的历史哲学中体现出来。

马尔科·迪·马吉奥在题为《“对霸权的误解”：葛兰西与法国共产党

（1953—1983）》的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法国共产党人真的对葛兰西的著作感

兴趣吗？文章分析了法共接受葛兰西的几个阶段，认为法共对于葛兰西的理论

事实上理解得十分偏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葛兰西无法在正统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占据中心地位。但与此同时，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却多次认真审

视了葛兰西的思想，以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

让·罗波兰、法比奥·弗洛西尼和奥默尔·穆萨利用一组文章向已经去

世的安德雷·托塞尔（André Tosel）致敬 A。三位作者提醒我们记住托塞尔在

哲学工作和政治参与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努力。托塞尔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特

别是其关于神学政治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在新近兴起的对于葛兰西的研究中所

做的工作，以及他对于建立群众联合问题的重新探讨，特别是对于全球化时代

中随着资本的“流动”而来的共同体和同一性不断被割裂的情况下跨民族的联

合和解放斗争问题的思考，都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成果。

米夏埃尔·克莱特科在其文章《回到被忽视的传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

政治经济学》B 中，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评述。奥地利马克

思主义是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多产也最

有创造力的思想流派之一，不仅在政治理论方法上有许多建树，而且在政治经

济学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作者在奥地利和欧洲的思想史的大背景下阐述

A  Jean Robelin, Fabio Frosini, Omer Moussaly, “Hommages à André Tosel”,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170-181.

B  Michael R. Krätke, “Retour sur une tradition méconnue: austro-marx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Ⅰ）”, Actuel Marx , No. 60, PUF, 2016, pp.121-138； Michael R. Krätke, “Retour 
sur une tradition méconnue: austro-marx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Ⅱ）”,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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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这一学派结合那

个时代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按照自己的信念，实质性地推动了政治

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存在若干突出的和未解决的问题，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尔·伦纳（Karl Renner）在

这些方面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奥托·鲍威尔在国家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

观点，并关注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研究也是对资本主义

金融化的趋势所进行的最早的系统化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试图解

释 20 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系统的转变，特别是诸如 1929 年大萧条这样的资

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影响，这些工作在今天依然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启示。

雅克·比岱在《被召询的主体：超越阿尔都塞和巴特勒》A 一文中试图在

对阿尔都塞的阅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召询”理论。比岱认为，根据阿尔

都塞的“召询”理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主体形式”：主体通过服从而承

担了自己的罪责。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实现的这一“语言转向”，阿尔都塞

将社会结构与话语联系在一起。但“社会关系”何以能够进行“召询”？这里

涉及哪些罪责？“召询”理论并未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与阿尔都塞的“自上

而下”的“不对称视野”相比，比岱试图借助其“元结构理论”来分析这些问

题。比岱提出“含混的”召询概念，这一概念试图说明的是，有权力者和人民—

多众都要求共同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和平等！”。这里包含着一种现代的分野。

这样现代社会就内在具有自我批判的原则。这个社会的罪责不是通过违法，而

是通过守法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假定是全部解放话语的基础。

五、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

科尔雅·林德内在其文章《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的幽灵：论威维克·契博

的马克思主义》B 中对威维克·契博的著作《后殖民主义与资本的幽灵》进行

了评述。林德内认为，契博的这部著作或许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后殖民

A  Jacques Bidet,“Le sujet interpellé: au-delà d’Althusser et de Butler”,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84-202.

B  Kolja Lindner, “Théorie postcoloniale et le spectre de Marx: à propos du marxisme de Vi-
vek Chibber”,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1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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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做的最为有力的批判。不过马克思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似乎都比

契博所承认的更加具有矛盾性。尽管契博的批判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上述矛盾

却又为后殖民主义批判提供了合法的起点。这就要求有一种更充分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领域的概念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误之处的修正，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

主义的自我批判和多元化。

利维奥·博尼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之间的（后）殖民状况》A

的文章中对奥克塔夫·马诺尼（Octave Mannoni）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思想关系进行了分析。博尼认为，马诺尼 1950 年出版的著作《殖民

化的心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殖民状况分

析相遇而形成的重要成果。该著是在始于 1947 年的马达加斯加反抗法国殖民统

治的斗争开展过程中写作的。在马诺尼看来，殖民状况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现

象，其范围超出殖民时代。马诺尼的观点与法农在 1952 年著作《黑皮肤，白面

具》中的观点是对立的，但博尼试图展现马诺尼和法农之间的复杂和彼此影响

的思想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马诺尼的著作事实上证实了法农关于殖民状况

的分析。而反过来说，也正是法农的思想引导马诺尼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

拉那比尔·萨马达尔在其文章《对当代资本积累的后殖民批判》B 中，探

讨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形式，以及这种体制作为“消极革

命”的力量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以后殖民状况为方向的社会转

型的辩证意义，并借用桑德罗·麦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和布莱特·内尔

森（Brett Neilson）的“作为方法的边界”的思想，通过将资本主义流通重塑

空间时所出现的各种分割和贯通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后殖民资本主义所产生的

各种空间重组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强调了后殖民化过程中所包含的生命政

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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